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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每年一度的《国别人权报告》发布 40周年。 

《世界人权宣言》提出的基本保障之一是结社自由，各国人民组建或加入保

护他们利益、推进他们信仰、改善他们社区的团体的自由。 

公民社会包含几乎所有形式的、独立于政府控制的有组织的社会活动：抗击

饥饿和贫困的慈善机构、促进艺术的文化组织、为其成员设立标准的专业组

织、倡导私营企业的商会、保护工人的工会、为清洁用水和清洁空气而努力

的环境组织、预防犯罪的邻里守望小组等等。一些公民社会组织为民众提供

在某种形式上补充政府工作的服务，或者填补政府缺失或者忽视的真空。一

些组织为政府提供顾问，提出项目和政策建议，使其国家变得更加繁荣、公

正和安全。其它组织通过揭露腐败、践踏人权等问题使政府对其公民负责，

并敦促其采取改正行动。 

过去几十年中，世界各地的公民社会都发展得更加强大。这赋予普通公民更

多的权利和责任。但这也对那些希望垄断权力、逃避责任的政府构成威胁。

这些政府以越发有力、恶毒的方式逼退公民主导的活动。2015年，集权国家

加强了对公民社会的这类全球性镇压，消除独立声音，禁止谈论政治，关闭

和平变革的途径。 

集权政府扼杀公民社会，因为他们害怕公众的监督，并且惧怕人民以他们无

法控制的方式聚集。由于承认这一点令他们尴尬，他们有时提出其它听起来

更冠冕堂皇的借口来限制和打压非政府组织集资。以下是去年最常见的一些

借口，以及对每一种借口的反驳： 

 “公民社会并非经由选举产生，因此没有代表性或者无法问责。”我们期

待政府通过选举产生，并作为一个整体顺应民意，因为政府有权强迫人民服

从他们的决定。公民社会组织没有这种权力。它们能做的一切只有提出政策

和想法的建议，这是民众应该有权聚集起来做的事情，不论他们代表的是社

会中的多数还是少数。如果各国政府或者一个国家中的大多数人不喜欢某个

公民社会团体的主张，他们可以忽视它，但没有必要阻止这样的组织开展活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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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国资助的非政府组织危害国家主权。”一些公民社会组织的确在国外

寻求资助，特别那些来自尚不存在私人慈善传统国家的团体。但是这些组织

如果在自己的社区不具有深厚根基，则无法获得影响力。在它们获准存在和

为工作筹集资金的地方，这些草根非政府组织赋予当地民众比他们原本的声

音大得多的话语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很多对外国捐助公民社会发出抱怨

的政府自己接受大量的外国援助，却不承认丧失了任何主权。 
 

 “美国也对外国资助公民社会实行监管。”这种说法通常指的是美国《外

国代理人登记法》。但是《外国代理人登记法》只适用于接受某个外国政府

或政党指令或控制，在美国代表该政府或政党利益的个人或组织。它并不适

用于为公众提供服务的外资非政府组织，或仅仅因为这些非政府组织在美国

境内从事相关倡导活动。比如，欧盟资助一些公民社会自发在美国从事各种

游说活动，比如废除死刑以及争取美国在国际刑事法庭的席位。没有美国法

律限制这类资助或为接受这些资助设置特别障碍。 

 

 “限制公民社会对于阻止资助恐怖主义是必要的。”诚然，假冒的慈善机

构有时被用于为暴力极端组织输送资金。但是大多数国家已经具备反恐怖主

义融资的法律。执行这些法律所需的是良好的情报和针对恐怖分子的有效警

力，而不是对从事合法社会服务和活动的和平团体施加令人窒息的规定。 

 

事实上，自由和活跃的公民社会常常是我们抵制暴力极端主义扩散的最坚实

的防护墙。在存在不公正或者痛苦的地方，公民社会向人们提供和平手段组

织起来抵御，从而减弱恐怖分子所宣扬的只有暴力才是唯一有效途径的那种

主张的吸引力。在暴力极端主义组织争取扩大影响的地方，地方草根公民组

织有时可以比任何政府安全机构都更有效地起来对抗他们。因此恐怖组织

“伊斯兰国”夺取叙利亚城市拉卡之后，最初的行径之一就是屠杀或者赶走

在那里从事保护人权和提供社区服务的公民社会活动人士，这也就不足为怪

了。事实上，政府运作失灵，加之压制地方公民活动，帮助“伊斯兰国”在

叙利亚和伊拉克夺取领土，为“伊斯兰国”及其附属组织继续提供有利环境，

尤其是在西奈半岛、利比亚和也门。 

 

在另一方面，如果各国政府认真对待公民社会的批评，它们可以在打击暴力

极端组织方面取得进展。在尼日利亚、喀麦隆、乍得和尼日尔，“博科圣地”

发动的造成人员伤亡的袭击和绑架继续使成千上万平民人心惶惶。尼日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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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部队对平民的粗暴手段和虐待，包括非法杀戮，导致“博科圣地”演变

成反政府武装。尼日利亚政府认识到，只要平民感到受到安全部队的威胁，

就不会打败“博科圣地”，因此加强实施军队改革工作，以便更好地保护人

权并与平民建立信任。 

 

过去一年里，各国用于限制公民社会的策略和手段多种多样。 

 

许多国家的政府继续使用直接和暗中手段压制本国公民社会。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古巴、中国、伊朗、苏丹和乌兹别克斯坦等传统

集权国家继续控制政治活动，禁止或者限制政治反对派。 

 

在古巴，宪法规定共产党是唯一合法政党，是“社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力

量”。政府组织的“控制行动”阻止公民社会组织和个人参加会议或者活动。

政府安全部门继续实施未经正当司法程序的短期拘留，以便阻止公民行使表

达自由和和平集会的自由。政府还重新逮捕了 2015年 1月释放后继续活动

的几位政治犯。 

 

苏丹人权领域和公民社会成员的担忧包括骚扰、恐吓、拘留和政府限制他们

进行活动的能力，以及严重破坏宗教自由的事件。 

 

在中国，对参与推动公民和政治权利事业的组织和个人的压制和胁迫在过去

一年显著增加。政府对法律界的打压尤为严重。中华全国总工会也通过维持

一系列机制影响工会代表的挑选，并采取各种活动干扰劳工维权，从而破坏

了结社自由。 

 

在老挝，政府继续限制个人的结社自由权利。除了老挝人民革命党批准的群

众组织以外，其它政治组织仍被禁止。政府偶尔试图影响公民社会组织理事

会成员的选举，并且强迫一些组织改变名称，删除政府认为敏感的字眼，例

如“权利”。 

 

俄罗斯实施一系列措施压制不同观点。政府通过了新的压制性法律，有选择

地实施现存法律系统地骚扰、诋毁、起诉、监禁、拘留、罚款和压制从事批

评政府活动的个人和组织，包括非政府组织、独立媒体、博客作者、政治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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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派和活动人士。表明支持乌克兰政府或者反对俄罗斯政府在乌克兰采取侵

略行动的个人和组织尤其是压制目标。 

 

在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地区，俄罗斯占领当局剥夺了一些组织的成员发表支持

自己国家和民族、反对占领的言论的能力，并且对他们进行系统的骚扰和歧

视。占领当局在获得教育、保健和就业方面歧视那些拒绝加入俄罗斯国籍的

人。独立的非政府组织和媒体几乎都被迫逃离克里米亚半岛或者转入地下。 

 

卢旺达的政治空间和整体人权环境继续恶化。关于蓄意杀人的报告时有出现，

公民社会组织和反对党人员失踪和受到骚扰的报告越来越多。 

 

对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官员和政府行为或者有关公共事务管理、民主、腐败

等事务的决策的公众批评有时导致严厉的反应。这种反应常常来自国家情报

局，有时来自各省当局和有影响的人物。 

 

在委内瑞拉，法律规定，侮辱总统可能判处 6到 30个月监禁，受到这种罪

行指控的人在审判之前不得取保候审；侮辱级别低一些的官员，受到的处罚

轻一些。委内瑞拉法律规定，发表扰乱公众和平的不准确报道可以被判处两

年到五年监禁。要求媒体只能传播“真实”信息的规定并没有明确的定义，

从而为出于政治目的的解释敞开大门。几十名异议人士被拘押，随后沦为政

治犯，许多人正在等待法定程序处理。 

 

在埃塞俄比亚的整个奥罗米亚地区 11月下旬发生几个星期抗议以后，有报

告说，抗议者和安全部队之间的暴力冲突导致人员伤亡、私人财产毁坏和未

经法律程序的拘留。有报告说，安全部队在大学校园随意拘留与抗议有关的

学生。 

 

活动人士和非政府组织在阿塞拜疆的活动空间仍然受到严重限制。多个消息

来源报告说，当局继续镇压公民社会，包括恐吓、逮捕、用人们普遍认为出

于政治动机的罪名定罪；对非政府组织活动进行刑事调查；制定限制性法律；

以及冻结银行账户，造成许多组织无法运作。 

 

另一个普遍策略是利用过于宽泛的反恐或者国家安全法律，或者对于这些法

律的解释，窒息公民社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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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来西亚，政府有选择地执行法律，尤其是马来西亚总理曾经保证要废除

的《煽动颠覆政府法》，据报这是为了恐吓批评人士。这些措施导致数十起

对反对派政治人士、公民社会、记者和其他人的调查、拘留、逮捕和起诉。 

 

塔吉克斯坦政府在 2015年采取步骤消除政治反对派。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

兴党在选举中失去了议会中的两个席位。观察人士称，选举不是以公平的方

式进行的。在 9月份首都发生动乱之后，最高法院正式取缔了塔吉克斯坦伊

斯兰复兴党，强制关闭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兴党的报纸，禁止散发任何与该

党活动有关的视频、音频或者印刷材料。 

 

在土耳其，政府利用反恐法律以及一项禁止侮辱总统的法律窒息合法的政治

论述和调查报道，起诉记者和普通公民，关闭反对派媒体或者将其置于政府

控制之下。向检察官和法官提供的广泛的灵活空间促成出于政治动机的调查

和法庭定罪，导致庭审结果与法律相悖或者与类似案子的裁决不一致。 

 

一些政府规定繁琐的行政和官僚程序，作为限制结社自由和窒息公民社会的

手段。 

 

今年在中亚地区，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通过或者实施了

新的非政府组织立法或者相关的法律修正案，可以限制公民社会组织的活动

空间。与此同时，土库曼斯坦已经拥有并且实施了一项限制性的非政府组织

法律。在匈牙利，国际组织和非政府人权组织继续对系统的侵蚀法治、权力

制衡、民主机制、透明度和恐吓独立公民社会声音的做法提出批评。还有人

对政府针对大量移民和申请庇护者时常带有排外主义的做法和缺少人道救援

表示担忧。 

 

在伊朗，政府限制当地或者国际非政府人权组织的活动，对于有关践踏人权

的指控不予合作。根据法律，非政府组织必须向内政部登记，并申请接受外

国赠款的许可。在旷日持久、而且常常是故意拖延后获得官方登记之后，独

立人权组织和其它非政府组织由于它们的活动而不断受到政府官员骚扰和关

闭威胁。 

 

埃及当局利用限制性登记法律对主要人权组织进行调查。社会团结部在 2015

年解散了大约 500个非政府组织，多数与穆斯林兄弟会有联系。其余非政府

组织都在严密监视下运作，许多组织报告说，他们受到埃及当局的骚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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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还对几个人权组织接受外国资金展开调查。人权组织宣称，这些行动将迫

使它们减少活动。在 2015年，埃及政府有时对人权卫士和政治活动人士实

施旅行禁令。 

 

肯尼亚一个政府委员会撤销了两个非政府组织的执照，冻结了它们的银行帐

户，原因是它们与恐怖主义有关联。批评人士指责政府打击这两个非政府组

织是因为他们公开批评政府的人权记录。后来法庭裁决命令政府解冻这两个

非政府组织的银行帐户。 

 

在柬埔寨，内政部的指令禁止出版商和编辑散发侮辱或者诋毁不仅仅是国王，

而且是政府领导人和政府机构的报道。政府经常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人们批

评政府政策和政府官员的能力。特别是政府经常威胁起诉和逮捕那些质疑政

府划定柬埔寨东部边界或者表示政府将国家领土割让给另一个国家的人。 

 

11月 26日，乌干达议会通过一项《非政府组织法》，目的是为非政府组织

“提供一个建设性和有利的环境”，并且“登记、监管、协调和监督”非政

府组织活动。议会在该法案问题上与公民社会领导人密切合作，在一个议会

委员会的报告中接纳了大部分公民社会的建议。尽管这份报告的大部分内容

被置入最后的法案之中，但是议会并没有取消一项“特别义务”条款，该条

款要求非政府组织在开展活动之前要得到地方非政府组织监督委员会和地方

政府的批准，并且禁止非政府组织从事“对乌干达利益和乌干达人民尊严有

害的”行为。 

 

在尼加拉瓜，受到政府调查的国内非政府组织报告说，在接触司法系统时遇

到问题，在提起诉讼时受到拖延，而且还遇到政府部门的压力。许多非政府

组织相信，审计长和税务当局审计了他们的帐户，并以此作为恐吓手段。尽

管法律允许抽查审计，但非政府组织说，这种审计是一种普遍的骚扰手段，

并常常有选择性地使用。 

 

在玻利维亚，总统、副总统和政府部长们一再抨击不和政府结盟的非政府组

织和社会组织的工作。一些非政府组织声称，政府的登记机制故意设置得很

严格，以便限制这个国家里的独立组织。 

 

越南的法律和监管机构为了限制非政府组织行动和组织能力而建立了相关机

制。政府为非政府组织和宗教组织设立了复杂和有政治倾向性的登记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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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便压制不受欢迎的政治和宗教组织登记。争取建立不属于越南劳工联合总

会的工会或者向工人告知他们劳工权利的独立劳工活动人士继续受到政府骚

扰。 

 

巴基斯坦管理国际非政府组织登记和活动的新政策包括禁止它们参与“政治

活动”和“反国家活动”，但是既没有给这些条款定义，也没有说明哪个机

构将负责裁定针对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投诉。许多国际非政府组织表示担忧，

有关当局会利用这些禁令限制与政府行政或者推动人权有关的项目工作。 

 

在厄瓜多尔，政府通过版权法强行撤下网上的内容，继续限制独立媒体和公

民社会。 

 

《2015年国别人权报告》记录了这些案例和其他数以百计的此类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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